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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大学》提出“格物致知”的方法之后，知的问题不仅突出了，而且

显得复杂化了。特别是朱熹作了《补格物致知传》之后，所有的理学家无不谈“格物

致知”，而近代以来，竟有人将“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学说甚至当作科学认识论去

研究、去发挥。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在其《心体与性体》这部大著中，将程（小程

子）朱定为“别子为宗”，认为程、朱开出了不同于儒家道统的另一种知性学说，其

主要根据就是《大学》及其朱熹的注和《补传》。 

那么，对于“格物致知”如何看呢？它是不是开出了一条“横贯”的知性学说而

离开了儒家的德性传统呢？是不是与性情问题没有内在关联呢？ 

《大学》开宗明义，以“明明德”为其纲领之首，毫无疑问，它是以“明”其

“明德”为宗旨的。“明德”就是德性，这德性是心所具有的，是心之德。《大学》

提出的全部修养功夫都是为了“明”其“明德”，因而都具有方法的意义。其中，

“修身”是本，只有修其身，才能明其明德，“格物致知”就是修身因而是“明明

德”的方法。 

《大学》提出“致知”的问题，说明它对知很重视，它又有“知止而后有定”的

主张，这所谓“知”，正是对“明”的解释，“知”而后能“明”，使“明德”得以

实现。“知止”就是止于“至善”之地，“止于至善”正是《大学》的根本目的，

“治国平天下”只是其结果。 

“致知”之知，从何而来？是先天具有的，还是后天获得的？是德性之知，还是

知识之知？这是知识问题的关键。从全文看，《大学》所说的知，是前者而不是后

者。“致”是动词，推致之义，与“正心”、“诚意”一样，都是德性主体自身修养

的方法、功夫，如果心中无知，何以能推？将“致知”解释成获得知识的人，大都认

为心中无知，好象一张白纸，只有经过“致”的功夫才能得到知识，这样，“致”就

成了“获致”而不是推致，“知”就成了知识之知而不是德性之知。但这与《大学》

的基本精神是不相一致的。 

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格物”，因为《大学》提出“致知在格物”这一命题，似

乎把“格物”看作是“致知”的前提条件，而一般人也就很轻易地将“格物”解释成

认识事物。其实，这都是根据朱熹的注解而来的，同时对朱熹的注解又有误解。相比

之下，郑玄的解释更贴近愿意。郑玄说：“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

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礼记·大学》郑玄注）

“物犹事也”，这是朱熹和郑玄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格”字的解释，郑玄解

“格”为“来”，朱熹解“格”为“至”。按照郑玄的解释，“来”是对实践主体即

德性主体而言的，实践主体是由好善恶恶之情决定的。因此，“知”是善恶好恶之

知，不是一般的知识，知善则来善，知恶则来恶，事物与人的关系完全是由好恶之情



决定的。这里虽然是善恶对举，但知与德性有直接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恶不过是善

之反面。 

按照朱熹的解释，“知”是吾所具有的知识，“致知”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

所知无不尽也”（《大学章句》），这所谓“知识”，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

而是先天具有的德性之知。通常所谓知识，与明德、至善没有什么关系，但在朱熹看

来，“致知”和“正心”、“诚意”是一贯下来的，既然朱熹解“诚意”为“实其心

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同上），即以心为善，以心之所发为意，那么，

“致知”之知就不能说与善毫无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还在于“格物”。朱熹

解“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同上）他在《补格物致知

传》中又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

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

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

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

矣。”（同上）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学，其主要内容都在这里。 

从这里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在这里，朱熹建立了心之体用说，这也是朱熹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架构”，朱熹

哲学中的许多问题都是通过心之体用关系得到说明的，“格物致知”之学也不例外。

体用关系就是存在及其活动的关系。所谓心体，是指心的本题存在，此本题具有本源

性，但不是实体，进而言之，心体就是明德。明德是天之所与我者，是心之本然存

在，也就是德性，具体而言，就是“自然”之理与“所以然”之理，一句话，是人所

本有的道德理性。这一点与《大学》毫无本质区别，只是将“明德”说成理，采用了

所谓“本体论”（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的说法。所谓心之用，就是本体的发用、作

用、活动，其中包括情与知两个方面。他的“心统性情”说就是讨论心体与情感的关

系，而他的“格物致知”说则是讨论心体与认知的关系。情感与认知活动都是心体之

发用，都源于心体，而又回到心体，可谓之一体而异用。情与知虽有分，但最终都要

合于一体。 

因此，朱熹所说的知，从根本上说是本体之知，存在之知，也就是德性之知。

“格物”的根本目的是发明其德性之知，而不是获得客观知识。他将“格物”解释为

“即物穷理”，这确实有向外求的认识论意义，因为他承认事事物物各有其理，即所

谓“理在物”而心能知其理；但这只是就心之发用而言，就心之知觉活动而言，在这

个层面上，朱熹无疑承认主客、内外之分，而且肯定了认识主体的作用。但是，朱熹

的“即物穷理”之学，虽然从具体事物的具体之理开始，但其真正用意是“以求至乎

其极”，这个“极”正是内外合一之理，若能穷到“极”处，心中之知也就无不

“尽”了，心之体用也就真正合一了，这时已经没有主客、内外之分了。 

就方法而论，通过“即物穷理”能不能完全实现德性之知，这确实有许多问题，

王阳明之所以批评朱熹向心外求理，越求离理越远，就在于在王阳明看来，德性之知

即良知根本不在心外，不在事事物物之中，你要在事事物物中穷理以明德性之知，就

只能是“南辕而北辙”。其实，朱熹本人已经说得很清楚，“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

有不尽”，穷理是为了“尽”心中之知，并不是靠穷理而获得知识。心中本来有知，

知识未尽，故要穷理，反过来说，穷理是为了使心中未尽之知得以有尽。何以未尽？



则因为“物理”未穷。这里似乎有某种因果关系，但其实质意义是，人虽然有先天的

德性之知，但不能保证其完全实现，只有心之作用、功能充分展开，亦即充分发挥其

作用，才能使德性之知、本体之知得以实现，而心之作用、功能就在于“知”（非

“致知”之知），即向外穷理，而穷理在格物。这时，只有这时，心与物形成认知关

系，表现为认知活动，这正是“心用”之所以为“心用”者。但“心用”归根到底是

实现“心体”的，“格物穷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发明本心”的过程，实现德性之

知的过程，格物格到“极”处，德性之知也就完全实现了。这就是“明体达用”之

学。 

那么，知之“未尽”或“未尽”之知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德性上有缺陷呢？当

然不是。所谓德性之知，是指德性本体的自我觉悟、自我直觉，但这种觉悟或直觉并

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是完全实现的。因为知和思都是心之所发，而不是“未发”

（朱子以“未发”为体），正如情与性的关系一样，情固然是性之所发，但未必尽合

于性，因此才有陶冶性情的问题。知也是如此。穷理作为实现本体之知的方法，固然

是向外求知，但这并不是目的，其目的是“致”心中之知，使心中之知有所“尽”。

朱熹之所以主张穷理，其前提是承认心中之性（即理）是没有内外之分的，心中之知

也是没有内外之分的。性理虽然是心之本体，这一点朱熹丝毫没有动摇，但朱熹认

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此即所谓“理一分殊”，从分殊上穷理，以明其一，在朱熹

看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问题还在于，朱熹所谓穷理，不只是在社会人事之中求知，而且包括在自然界求

知，这就使王阳明更加难以接受。王阳明所谓“格竹子之理”的故事就生动地说明了

这一点。这里确实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即价值认识和真理认识（或事实认识）的关

系问题。自从张载提出两种知的区分之后，这一问题应当说得到了一次解决。以后的

理学家谈到知的问题时，一般都是指价值认识而言的，朱熹作为理学之“集大成

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大学》本身也不是讲知识论的问题。但在朱熹的“格

物穷理”的学说中，确实有对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认识问题。难道从自然界的事

物中真的能够穷到德性之知吗？ 

对此可能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朱熹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有价值的，其价值来源于宇宙生生之

理。自然之物虽然没有人所具有的知，但是同样具有性，他所说的“枯槁有性”就是

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物性与人性是相通的。物皆有气，物皆有理，有是物便有是理，

此理便是天地生物之理，只是由于“气昏”而不能知。因此，自然之物的价值法不只

是对人有用的实用价值，而是自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正因为如此，穷物理即可

致吾心之知。此知自然是德性之知。在朱熹看来，自然界不是机械论的物理世界，而

是有机论的生命世界，自然界的“物理”，就是生生不已之“生理”，从本源或根源

上说，人与万物来自同一理。这就是“穷物理”可以“尽吾知”的原因。 

另一种解释是，朱熹认识到，万物不只是价值意义上的存在物，它还是认识意义

上的对象物，物理不同于德性，关于物理的认识即“格物穷理”之知也不同于人的德

性之知。但人有先验的知识，人的先验知识既包括德性之知，也包括对于世界的认

识，只是有“未尽”之处，因而要通过“格物穷理”以尽吾心之知。如果是这样的



话，吾心之知就是价值认识和真理认识的统一，是所谓“全体之知”。朱熹在论理

时，总是将“所以然”与“所当然”联系起来，认为理既是“所以然”，又是“所当

然”，是二者的统一。“所以然”是本然之理，属于必然性范畴；“所当然”是应然

之理，属于目的性范畴。本然与应然的统一，必然性与目的性的统一，就是理的基本

特征。对于理的认识也应是如此，即价值意义的真理和事实意义的真理原是统一的。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都是可以成立的，或者是朱熹所主张的。问题的复杂性与深

刻性也在这里。如果从第二种解释看，说朱熹开出了“横向”的智性学说，是有一定

根据的，因为朱熹毕竟承认知性主体的存在，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真正可以称得上是

认识论的学说。但即使是如此，也不能说朱熹建立了另一个完全不同于儒家传统的

“系统”。朱熹如果自觉地意识到，价值与认识、德性主体与认识主体的关系问题是

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并试图提出一种解决，那么，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非常深刻

的见解。如果说，他要解决张载提出的问题，实现两种知的统一，那么，这种努力显

然是很有意义的。朱熹不只是要完成一个“体系”，他还要解决哲学中具有理论意义

的问题，当然是以中国哲学的方式去解决。所谓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在西方自休

谟以来直到现在，一直是哲学中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朱熹在缺乏近代科学知识

的情况下，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他所提出的问

题以及对问题的解决，至今值得人们去思考。 

如果从第一种解释看，说朱熹开出了“横向”的知性学说，是不能成立的。在这

里，朱熹虽然讲了认识问题，但不是认识论的，而是价值论的，不是认知理性的问

题，而是实践理性的问题。就是说，人是作为德性主体出现的，人与万物的关系不是

认识与被认识的对象关系，而是作为生命整体的有机联系，人既是自然界生命整体中

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界的主体。此所谓主体，不是将自然界作为对象去认识、改造和

主宰，而是视为吾之一体，吾人之德性即是万物之本体，德性之知即是万物之理，因

此，“格物”只是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使德性之知得以完全自觉，实现

“天人合一”、“心理合一”的境界，即所谓“由用以达体”之学。正是在这一目的

诉求之下，第二层面的认识才能成立。这说明，朱熹是将德性之知即价值认识置于最

高层次，而不是将知识之知与德性之知平列起来对待的。这一点有似于康德，即认为

实践理性是第一位的；但与康德的最大区别是，朱熹并没有划出本体界与现象界两个

不同的世界，而是将“全体”和“大用”统一起来，即全体是用而凡用皆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与情是不能分开的。前面说过，知与情都是“已发”，不

是“未发”，都是作用，不是本体。“未发”是性，但性之中便有情有知，其发便是

性之情与性之知。知、情二者虽然有分，但从“全体”上就是统一的，其作用虽然有

异，但又是密切相关的。情表现为情感意志，知表现为理性自觉，二者结合，才可称

之为“大用”，“大用”就是表现“全体”的。 

进一层说，知与情虽然都是作用，但情是从存在上说，是“心之所存”，是本体

存在（即性理）的具体表现，而知则是其功能，是情的自觉状态。无知自情可能是盲

目的，有知之情则是自觉的，因此，说到底，知只是情之自觉，离开道德情感，所谓

德性之知就什么也不是了。朱熹是理性主义者，知作为理性认识，有形式特征，否则

就不能成为“理性”的。但德性之知，决不是纯形式，必须和具体内容相结合，它的

内容就是道德情感。因此，德性之知既是理性的，又是具体的，是具体理性，而不是



形式理性。这就是儒家的“性理”不同于康德所谓“理性”之所在。这当然不是说，

形式并不重要，形式很重要，“形式化”是中国哲学所面临的任务，只有真正的“形

式化”，才能完全理性化。但“形式化”又有另一面，即容易丧失具体性，对人而言

尤其如此。这正式需要我们不断反思的。 

或有人提出“情感形式”的问题，试图将情感形式化、符号化，既可以表达，也

可以普遍接受，无论是审美情感，还是道德情感。这样作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人是

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是完整的人，如果不仅将认识而且将情感都形式化，那么，

人的丰富多样性会不会被抽掉呢？有人批评理学家将人性道德化、抽象化，使人的情

感受到压抑而不能充分发展，这实际上就是说，理学家将人的情感理性化、形式化

了。如果说，理学家过分重视道德情感，而忽视了其他情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

如果说，理学家将道德情感完全形式化、抽象化，则是不确切的，理学家对于道德情

感的认识是具体的、历史的，但又是理性的。 

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学与情感不可分也不能分，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因为如

此，它没有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认识；也正因为如此，它保持了中国哲学的特

点：即人的德性之知始终是重要的，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和内在价值是不能被忽视的。 

朱熹之后，对“格物致知”真正作出发展和贡献的是王夫之。王夫之的最大特点

是，区分了两种理，是指物理与性理。前者是指自然界的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规律，

后者是指自然界赋予人的先天的道德理性。他说：“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

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论

语·泰伯》，《读四书大全说》卷五）“条理”和“至理”是不同的，虽然二者都是

“全乎天”之事，即体现了天即自然界的全部意义，但“条理”是指客观事物而言的

“物理”，“至理”则是指人而言的“性理”；前者是事实的问题，后者则是价值的

问题。王夫之并不是到处都坚持这两种理的说法，但他毕竟自觉地提出了这种区分。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朱熹对理进行过多种解释，至少提出过“自然之理”、

“所以然之理”、“所当然之理”、“必然之理”和“使之然者”这样一些规定，但

他并没有明确提出物理与性理之区分，我们只能从他的论述中进行一些分析。 

王夫之所说的“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就是指物理而言的。所谓“已然”，就是

已经存在或实际存在的东西，是天地万物本身所具有的。所谓“条理”，是很直观的

说法，具有必然性、规律性的意思，如树木之生长，便自然而然地具有条理，一块石

头，也自然而然地具有纹理。他用这种形象、直观的说法，意在说明，自然界的事物

都有自身发展的规律或必然性。此后的戴震，也经常使用“条理”这一说法，而且指

具体规律或“必然”。此前的王阳明、黄宗羲等人，也使用“条理”这个说法，但没

有象王夫之这样明确地说明是自然界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规律，而大都是从“性理”的

意义上使用的，即所谓“气之条理”。 

王夫之所说的“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正是儒家所谓“天道性命”之

理，也就是理学家所说的性理，这是有道德意义和价值意义的，是儒家天人之学的核

心范畴。王夫之确实没有完全离开儒家的性理之学去谈论理的问题，他虽然提出过著

名的“性日生日成”的学说，认为人性是后天的实践中发展的，但他并不否定有先天

的性理，他只是认为，先天的性理只能在后天的实践中才能真正形成并且是变化的。

所谓“健顺五常”是讲天道的，健顺即《周易》乾坤二卦之性能。《周易》是讲天人



之学的，《说卦传》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

义，兼三才而两之”的说法，王夫之即取于此，以说明人性是由天道之阴阳刚柔及健

顺而来的。“五常”即是五行，命于人则为仁义礼智信五性，这是来自周敦颐的说

法。总之，王夫之认为，自然界的天道即“生理”具有生命和价值意义，因而是人性

的来源，因而称之为“至理”。 

王夫之对两种理的区分，意味着将价值与认识区分开来，这是沿着张载的路线发

展下来的，可说是朱子之后，对张载的又一次“回应”。但与张载不同的是，他是从

存在和对象方面进行了区分，而张载则是直接从知识本身进行了区分（德性之知与见

闻之知）。王夫之是除了朱熹之外，讲“格物致知”最多的哲学家，关于这方面的具

体内容我们不去讨论，我们只想指出，王夫之对当时传入的有限的西方“格致”之学

很有兴趣，并且试图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立场进行解释，进而赋予传统哲学以新的意

义。物理的提出及其与性理相区别，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从这里表现出一种新的

理性精神，即对自然现象进行认识的理性精神，预示着认识主体的建立。但是，王夫

之毕竟没有建立起儒家的知性学说，而道德理性仍然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即使是如此，心的认知作用又依次被突出出来了。比如，他对朱子的“心统性

情”说进行了新的解释，不再坚持心体即性之说，而是心以性为其体，但心本身依然

是认知之心。牟宗三先生对朱子的评价，用在王夫之这里，倒是很合适的。由于王夫

之最关心性理之学，在其著作中大量论述这方面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心的认

知作用，但心与理的关系主要是认知关系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又比如他对能与所的

区分以及对二者关系的论述，即“所以发能，而能以归所”，就是从主客关系、认识

与被认识的关系立论的，而且是“符合论”的真理观。至于“格物”与“致知”的关

系则被解释成学问与思辨的关系。“大抵格物之功，心官耳目均用，而思辨辅之，所

思所辨者皆其所学所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

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

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大学·圣经》，《读四书大全说》卷一）这样，“致

知”之学就变成运用“思辨”理性获得对物理的认识，而不是“致吾心之知”，这同

朱子的论述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物理与性理又是什么关系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王夫之最终又回到理学

的基本立场，将物理归结为性理，认为物理就是吾心所具之理，而吾心所具之理就是

性理。他在《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等著作中用很多篇幅论证了这一点。这

说明王夫之尽管对物理与性理进行了区分，但最终还是要建立以德性即道德理性为最

高理性的整体“综合”，而不是将“分析”的方法坚持到底。对王夫之来说，这是一

个很难突破的传统模式或“范式”。“盖吾之性，本天之理也，而天下之物理，亦同

此理也。天下之理无不穷，则吾心之理无不现矣。”（《孟子·尽心上篇》，《读四

书大全说》卷十）这就同朱子的说法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 

这又回到原来的问题，即吾之性与物之理既然本同一理，本同一性，都来自天地

之理，而吾人有知之能力，故能经过“格物穷理”而“致其知”以尽“心中之性”，

使性理完全得以实现。但问题是，朱熹所说的“物理”，基本上是天地生生之理，即

“生理”之在物者，如“枯槁有性”之类，具有明显的价值意味；而王夫之所说的

“物理”，则是“万物已然之条理”，更接近于自然科学所说的物理。这样一来，王



夫之所遇到的困难显然比朱子所遇到的困难更大，而“性理”与“物理”之间的紧张

关系也就显得更加突出。 

说到性理，不仅与仁义礼智这样的道德理性有关系，而且与不忍之心等道德情感

有关。在性情关系问题上，既不能离开性而言情，亦不能离情而言性，“格物致知”

之学同样要落实到情感问题上。这不仅因为，性情是体用关系，统一而不可分离，而

且在王夫之看来，情感是更基本的，如同理不离气，理者气之理一样，性者情之性，

性不离情。在这里，王夫之固然有一些相互矛盾之说，但基本观点应该是明确的。

“发乎情，止乎理。止者，不失其发也。有无理之情，无无情之理也。”（《邶风

七》，《诗广传》卷一）理者情之理，性者情之性，情是基本的，理只是情之条理，

因此才有“发乎情，止乎理”之说，无情则无所谓理，但无理则未必无情，这同他的

“有无道之器，无无器之道”的说法是一致的。性理之知一方面有“正情”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就其内容而言则是情感的，不是纯粹认知的或形式的。这是理学家的共同

认识，共同信念，是一种具体理性的信念与共识。如果离开情感，所谓“致知”之学

就变成纯粹的“思辨”了，这并不是王夫之的本意。正因为性理不离情感，所以王夫

之说：“实则天理人情，原无二致。”（《孟子·梁惠王上卷》，《读四书大全说》

卷八）即只能在“人情”上见“天理”，“人情”就是“天理”，这是必然的结论。 

性被认为是心之所“具”，即“具”于心中之理，心与理虽然不是一物，但理又

是心之所“固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首先是作为德性主体而存在的。“致知”之

学，就变成致心中之知而不是向外穷理，故可以不待学而求其心，以达其情。“理在

心而不在事，无待于学而但求其心，则恤幼与使众不同而慈之为理，因乎固有之心者

则同也。……孝、弟、慈之德，虽有三者，而致其孝、弟、慈者，惟此不忍之心，仁

而已矣，惟此不争之心，让而已矣。”（《大学》卷一，《四书训义》卷一）“致

知”就是求心中的孝、弟、慈之理，但此理不是别的，就是不忍之心，不争之心，而

不忍、不争之心就是仁。很清楚，情和理是“不二”而合一的，心则能致之，这就是

德性之知。因此，王夫之并不否定良知良能（见《张子正蒙注》卷三、卷四）。 

如果说，“格物致知”是广义的认知方法，那么，“格物穷理”之学归根到底是

要明心中之性理，而性理的核心就是仁义。心作为“虚灵明觉”之心，自能认识仁义

之理，但不可将心认作仁义。这一点确实与朱子不同。朱子以心之体为仁义之性，以

心之用为恻隐、不忍之心等等之情，而王夫之基本上坚持心只是认知之心。“必须说

个仁义之心，方是良心。心之为德，只是虚（未有倚，然可以依——自注）、灵（有

所觉，不论善恶皆觉——自注）、不昧（能记忆亲切，凡记忆亲切者必不昧——自

注），所以具众理（未即是理，而能具之——自注）、应万事者（所应得失亦未定—

—自注），大端只是无恶而能与善相应，然未能必其善也。须养其性以为心之所存，

方使仁义之理不失。”“心则只是心，仁者，心之德也。径以仁为心，则未免守此知

觉运动之灵明以为性，此程、朱所以必于孟子之言为分别也。”（《孟子·告子上

篇》，《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在王夫之看来，虚灵明觉之心就是认知之心，并无善

恶只可言，心既不是恶，也不是善，但能与善“相应”；所谓“相应”，就是能“具

众理”而存善，并不是说心就是善，只有心所“具”之性即“心之所存”才是善。此

所谓“所存”与刘宗周所说之“所存”又有区别，后者是指存在，前者是指具有、具

存。“心之德”就是心所“具”而为仁之性，并不是心。他说程、朱对孟子之言作了

分别，其实是他自己所作的分别。程、朱与孟子固然有不同之处，但是对孟子以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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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说并无改变，只是作出了体用之分，以心体为仁而以心用为恻隐等等，所以朱子

并不否定“心本善”之说。 

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进行过多的讨论，我们只想指出，王夫之和程、朱一样，都认为情

和性（即理）是统一的。但他将“穷理”之学引向治国平天下的“达情”之说，却表

现出独有的特点。“夫心之所同然者，其理同也，则其情亦同也，一国之理，通以一

心，天下之情，不可以一心通之邪？夫愚氓之私愿固不可以曲殉，而万民之同情则不

容以不达。故平天下者，使人各得其应得之理，而无有不均者也。……君子挈之以心

而知其为民之公好，……民之公恶……得失之框因乎民情。”（《大学》卷一，《四

书训义》卷一）他虽然反对陆、王心学，但是他也提出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

说，同时又肯定人又公共之情，有“公好”，有“公恶”。这种情理合一之说，就是

知情合一之说，也就是知识与价值的合一之说。从本质上说，王夫之的“穷理”之

学，是要求寻求和实现普遍的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而衡量这种理性的尺度，不是别

的，正是人民的公共的好恶之情，因此说到底，还是“情理”与“情知”的问题，后

来戴震提出“遂欲达情”之说，与此有一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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